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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引  言  

 

“六经皆史”的思想虽非章学诚首倡，但经他奋力阐发以来，于后世影响深远。在乾嘉时代，“六经皆史”涉及史学是否与经学分庭抗礼之争
议，又关乎“汉学”与“宋学”之交攻；到了晚清，则与愈演愈烈之今古文经学争议产生了不解之缘；而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
亦不能与之完全摆脱干系。时至今日，学者对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本意为何以及对该命题该做出如何评判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减少了，
而是更多了，甚至表现得更难解纷了。其中，在两个关节点上分歧尤为严重。 

其一，究竟是从“史料”扩展的角度，还是从“经世”或“史意”的角度入手探讨，才更能得章氏之本义？ 

胡适曾说，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 [1]此说开了从“史料”扩
展的角度加以诠释的先河。钱穆则批评此类看法为“误会”，认为章氏“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而提
出来的，“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是有着强烈经世精神的大理论。[2]周予同也主张“章学诚所指的‘史’，主要是指具有‘史意’、能
够‘经世’的史。”[3]仓修良虽不否认其“经世”之意蕴，而坚执“六经皆史”的“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4]汪荣祖则指出：
“期盼章氏将道排除于经史之外，使经史等同一般史料的历史条件，在乾嘉时代根本尚未成熟。”[5] 近来学者多从“经世”的角度审视此说，
比如周启荣、刘广京就认为“‘六经皆史’说可说是‘学术经世’论的历史证据。”甚至“只是‘学术经世’论的历史注脚而已”。[6] 而汪荣
祖对“六经皆史”经世意味之独创价值提出质疑：“无论通经致用、经史致用，或所谓经世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原是主流……实斋之
经世思想，在当时并不特殊，在清代学术思想上，也甚一般。”[7]诸种诠释向度之分歧，迫使研究者必须仔细辨别章氏之“本意”与章说之衍
生义。 

其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是否蕴含了尊史抑经的意味，是否提出了以史代经或以史抗经之说？从而在清代学术史上是否具有创辟的价值，
对后世来说是否具有破除对儒家经典迷信的思想启蒙意义？ 

孙德谦、张尔田均欣赏章氏“六经皆史”说经世之旨，并对章氏“六经皆史”说与当时“汉”学——“训诂音韵名物度数”之学相颉颃之意味已
略有揭示。[8]钱穆不但系统深入地阐发了章说所针对的语境，指出戴震与章学诚“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9] 
并称言“实斋唱为六经皆史之论，欲以史学易经学”。[10]余英时发挥乃师之说，认为章学诚“通过方志和《史籍考》的编纂，他逐渐建立了
‘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最后则凝聚在‘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之中。”[11]他尤着墨于从“心理”角度阐发章氏
以文史校雠之学与戴震经学抗争之意。 

与钱、余颇有相通之处，侯外庐高度评价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称其“不但是清初反理学的发展，而且更有其进步的意义。他大胆地把中国
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依据历史观点，作为古代的典章制度的源流演进来处理，并把它们规定为‘时会使然’的趋
向。他反对人们崇拜那样‘离事而言理’的经，更反对离开历史观点而‘通’经。”[12]此说影响颇广。[13] 

与上述观点相反，柴德赓则认为，“可惜，他的意图不是抑经以尊史，实际还是为了尊经。”柴氏指出：“学诚心目中不止以为六经是古代史
书，而且是最高标准的史书，为后世所不能及，其精意在此。名为尊史，实则尊经，他只是阐明经史的关系而已，并不触动当时理学家和考据家
的情绪。”[14] 此说亦颇不乏同道，像周启荣、刘广京、林安梧等都能注意到章氏并无以史学代经学之意、更无贬经之企图。[15] 汪荣祖甚至
断言：“儒家经典在明清时代既未动摇，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不是要动摇儒家经典。实斋仍受其时代的制约倒是难以动摇的事实。”[16] 

当然，分歧决不止于此，围绕“六经皆史”说的思想来源及其在章氏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对“六经皆史”说“维持宋学”或是“反理学”之意旨
判定，及其与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关系，章氏与戴震之争的评价等等方面，几乎都是歧见丛生的。 

吊诡的是，多少年来学者用心发掘出来的“六经皆史”说之“时代”的或超越“时代”的意义，事实上却越来越远离那个让章学诚本人深感寂寞
的“时代”！虽然没有人否认“六经皆史”说蕴含着“太多的思想内容”，但是，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其本身所固有的而后人领略到了，又有多少
是硬生生的“被赋予”的，此绝非可以一言而决的。 

有鉴于此，在总结既有丰富研究的基础上，从研究方法的层面进行反省尤其必要。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现有论著中，以逻辑分类方式研究章学
诚各种学术见解者多，而以历史的方法考察章氏学术成长轨迹者少，也是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17]还有论者认为：“历史式（演进式）研
究，则正可弥补观念式研究模式之不足。”[18]其实，如果论及方法，章学诚本人的教言似乎最为精辟，其“校雠之学”（略相当于近人所谓
“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旨趣，[19]不正是一种近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吗?本文旨在对“六
经皆史”说的缘起与本旨这个老生常谈的命题，沿着辨章考镜的路径，联系一些争论未决的问题，略抒管见，成一得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文史校雠”之学的开拓与“六经皆史”说的发轫  



 

学术界对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思想渊源的讨论，颇为纷扰。最有代表性的争议是，钱钟书等博洽的溯源工作遭到了仓修良等的尖锐的辩驳。[2
0]类似的探源考察，确有助于观念源流的澄清，但从方法论的角度，却很有值得反省之处。因为这样的考索，大多是事后诸葛亮似的追查，总不
免是后人非常主观地串联起来的观念史，对了解章学诚所承受的思想资源来说，并没有多少切己的意义。所以，较为谨慎的做法，一般是将其追
溯至王阳明的“五经亦史”之论就了事了。[21]其实，章太炎于在1935年6月在苏州演说时就明确讲“阳明有六经皆史之说”，[22]此类，不过
读书多了，觉得王说先发于学诚，故举其名，偶而追溯及王说而已，并不能否认太炎之得闻“六经皆史”说实本于将此说发挥得深切著明的章学
诚也。[23]进而论之，阳明前后讨论经史关系有先获章氏之心者固颇不乏人，[24]而晚近之讨论此问题，实如章太炎者多承接章学诚之绪论，即
今人之追溯探源实亦拜章学诚大力张扬的提醒之赐，要为不可掩之史实，故不必强辩也。 

更为重要的到是，对章学诚来说，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获致这一观念，从而能够或者接受或者批判或者改造某些资源来建构自己的学说。所以本文
特从章氏的为学取径入手来探讨“六经皆史”说的缘起，以避漫无归宿。我们认为，“六经皆史”说乃是章学诚奋力开拓出来的“文史校雠”之
学的成果，此说之发轫尤其要从其成学过程去探寻。 

乾隆二十九年（1764），27岁的章学诚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志向:“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
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25]重“史”重“文”，重视“纂修志乘”，注重经“世”致“用”，似乎很早就是他的志趣所
在。同年，他与甄松年论“《文选》义例”时，也许是第一次谈到他对六经的看法： 

经史子集，久列四库，其原始亦非远。试论六艺之初，则经目本无有也。大《易》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一子书耳；《书》与《春秋》，两史籍
耳；《诗》三百篇，文集耳；《仪礼》、《周官》，律令会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余四者，均隶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证古今得失之
林，未闻沾沾取其若纲目纪传者，而专为史类，其他体近繁博，遽不得与于是选也。《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
史相终始，何哉？[26] 

他把《易》看作子书，与日后《易教》所阐发的“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等成熟观点比起来相差甚远，但是说“试论六艺之初，则经目本无有
也”、“自《易》藏太卜而外，其余四者，均隶柱下之籍”等等，其运思的理路实启“六经皆史”说之端。诚如王重民所说：“由于甄秀才要
‘划文于史外’，‘不必列文于史中’的辩论，引起了章学诚经与史、子、集三部相通的论辨，成为他以后‘六经皆史’说的根源。”[27] 值
得注意的是，“六经皆史”说的发端，初非缘于经史关系的讨论，更不是由史学与经学的抗争激发而起，实起于对四部分类法的反思，这种反省
又肇端于文史关系的思考。经之所以要被牵扯进来，乃因其为章氏讨论问题所要取法的“理想型”，用《言公》中的话来说就是“六艺为文字之
权舆”。[28]由 “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29]的见解而推论到四部“相通”的观点，这是“六经皆史”说的发源地。而这正反映了他当时
“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30]乃至“一仿班《志》、刘《略》”[31]的文史校雠思想。 

乾隆三十一年春夏之交，章学诚初晤戴震。[32]这次会晤使章学诚备受震动。在与戴震会见后不久，章氏给族孙汝楠的信中坦露心迹： 

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
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
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33] 

学者认为，书中所举“通人”之论，疑即指戴震而言。因为在乾隆之世，戴震最早提出义理、考证、词章三分之说，并且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
断地有所讨论。[34]此说是也。重要的是，此后该议题成为章学诚造次颠沛必于是的主题，在文章以及给友人的信中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他自己
最看重的《原道》篇就是为此义理、考证、词章“三家之分畛域”而写的，乾隆五十四年章学诚在给陈鉴亭的信中说： 

道无不该，治方术者各以所见为至。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托于空蒙，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鄙
著宗旨，则与三家又殊。《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
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
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篇名为前人叠见之余，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诸君似
见题袭前人，遂觉文如常习耳。[35] 

不言而喻，此处所谓“其稍通方者”即上封信中所提到的“通人”，均指戴震。过了23年后，章学诚已经自认有了比这位“通人”更高明的见
解，但是他久蓄于胸中的意欲解决“考订、义理、文辞”“三家之分畛域”的问题意识却是不折不扣地承袭自这位“通人”。 

另一方面，戴震的教诲使章学诚的学风更趋踏实。这位经学巨擘之学术示范作用还在于从反面提示他自己根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走戴震那样的学
术道路。在给族孙汝楠的信中，章氏说： 

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
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
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
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36] 

戴震的当头棒喝以及业师朱筠的谆谆教导使章学诚懂得了什么叫做“先求征实，后议扩充”，从而一改以往“好立议论，高而不切”的毛病。[3
7]虽然在他学问成熟之后也曾激烈抨击戴震此类早年曾让他“惭惕”、“寒心”的见解。[38]但是他又说自己如何“自少性与史近”，并“尝以
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39]而让人觉得“撰述《文史通义》的设想，
早在章学诚三十岁以前已经形成”。[40]看来戴震从反面让他警醒的比正面告诫他的还要多。章氏后来自称“觕通大义，不能研究文字，自以意
之所至，而侈谈班、刘述业，欲以疏别著述渊源”，[41]所谓“不能研究文字”就是戴震所不齿的“不曾识字”，章氏之“善自度”[42]，正离
不开有戴震那样的典型在那里树着，从而知所趋避。是“不能”也，非不屑也！此后章氏对“研究文字”再无少年时代那“攻排训诂，驰骛空
虚”的轻狂，[43]即使日后对戴震这类观点的抨击也只是着眼于不能如此霸权凛然地“以此概人”而已。[44] 

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终于踌躇满志地吐露了“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的著述近况。[45]这年八月，他已“裒集所著《文史通义》，其
已定者，得内篇五，外篇二十有二”。[46]次年春天，章氏又抒发其撰著之志云：“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



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47]众所周知，章氏所谓“校雠之学”乃是非常郑重的用语，与当时学者所称
的“目录之学”是界限森严的。[48]从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章学诚写给钱大昕的信――《上晓徵学士书》，我们可以窥见其草创《文史通
义》的撰述“大旨”。[49]——也就是几年来他“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的核心思想。此书第一次扼要阐述了上承郑樵[50]而又大加发展了的
校雠学观点：“古人之学，各有师法，法具于官，官守其书，因以世传其业。”也可见其别出心裁的取径与见解：“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
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 即所谓“上探班、刘，溯源官礼” ，“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
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 这里第一次说明了
《文史通义》的撰著旨趣与体例。章氏还认为：“学术之歧，始于晋人文集，著录之舛，始于梁代《七录》，而唐人四库因之”，他对图书分类
由《七略》六分法而流为“四库”四部分类法的尖锐批评，在此也引出端绪。他对“向、歆之业不传”、“校雠之失传”更是反复致其感慨。[5
1] 

上述基本见解的获致，使得章学诚不胜其“颇用自赏”之情，[52]所以选了最得意的三篇“内篇三首”，请“慕堂光禄（曹学闵）”、“辛楣先
生（钱大昕）”、“严冬友侍读(严长明)”求教，但结果却并不理想：“《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53] 

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的见解既不为师友所许可，亦与朝廷之功令格格不入。就在章氏学术初长成之际，朝廷开张了一项盛世大举，那就是四库
馆的开设。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章学诚的业师朱筠，奏请访求遗书，建议开馆校书。[54]这个折子为四库馆创意之始，胡适推测“此
奏似实斋与邵晋涵都曾与闻。”[55]此无确据，理或然也。值得注意的是，此折所拟办法四条之一的“著录校雠，当并重也”与章氏之见意虽相
通，而细目颇有距离。此折提出的群书分类原则是：“或依《七略》，或准四部”[56]也许是既为下臣拟议，当俟大臣讨论圣上钦定，不便过于
决绝，但此处显为两可之说、未定之见，与章氏致钱大昕的信中力主《七略》、《汉志》之说大相径庭。[57]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开
馆校核《永乐大典》，高宗确定他日采录成编，题名《四库全书》。谕中有曰：“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
古今不易之法。”[58]一主《七略》，一主四库（部），其不合也必矣！此谕可以说注定了章学诚难逃日后寂寞的命运。 

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第二年，执着而自信的章学诚就将上述想法又“推行”到《和州志》上去了。真是愈挫而愈奋，在乾隆三十九年季夏之月
所写的《<和州志·志隅>自叙》中，章氏直抒胸臆： 

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
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呜呼！迁、固、向、歆不可作矣。诚得如刘知幾、曾巩、郑樵其人而与之，由识以进之学，由
学而通乎法，庶几神明于古人之意焉。则《春秋》经世之学，可以昌明。[59] 

章学诚是一位格调古雅的、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唱高调的学者，他所师法的古人，决不仅限于刘向、刘歆父子、刘勰、刘知幾，而必欲由
“刘知幾、曾巩、郑樵其人”上攀迁、固、向、歆而追本孔夫子。所谓“《春秋》经世之学”也就是将上文提到的“校雠之学”进一步明确其旨
趣，“著作之能”与“条理之别”，虽各有侧重，而实相济为功，而义之所归就在于“校雠师法，不可不传；而著录专家，不可不立也。”[60] 
这也就是日后学诚自称所“从事”的“文史校雠”之学，[61]至此，章学诚非常清楚要开拓什么样的学问了，其学术的基本精神也已经确立，如
影随形，他关于六经的见解也进入了新进境。 

章学诚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说：“盖向、歆所为《七略》、《别录》者，其叙六艺百家，悉惟本于古人官守，不尽为艺林述文墨也。”[62]可见在
草创之处，他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新解与向、歆父子的原有看法混在一起了，因为从《汉书·艺文志》来看，他们是将“九流”（即此函所谓“百
家”）“本于古人官守”，即有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或称为“九流出于王官说”，并没有将“六艺”“悉惟本于古人官守”。不过他当时也
许认为自己的见解不过本于向、歆父子而向前推原而来，故不必视为己出。 

章学诚在《和州志》中则大大发挥《上晓徵学士书》已经引出端绪的推源“三代”学术的看法：“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
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63]而六经为掌故之典型，从而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 

六经皆周官掌故。《易》藏太卜，《书》、《春秋》掌于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四方之志），《诗》在太师，《礼》归宗伯，《乐》属司成。
孔子删定，存先王之旧典，所谓述而不作。故六艺为经，群书为传。[64] 

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65] 

此说明确界定六经的性质为政府官书，渊源于官司职掌，并以孔子“述而不作”之论证明之。 

诚如学者指出的，章学诚在《和州志·艺文书》中贯彻了当时的学术主张而采用了《七略》的分类体系，不过，此后他所编其他的地方艺文志和
《史籍考》却都放弃了这样的做法，把“复古”改为“宗刘”，把“宗刘”解释为宗师刘氏父子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建立新的分类体系，
而不是回到《七略》六分的分类形式，即“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66]而循此方法校雠出来的基本
看法，愈出而愈进，关于六经之见解，是其一也。 

上述主张在《校雠通义》的《原道第一》以及《汉志六艺第十三》等处作了我们所熟知的系统的阐发。[67]有学者将《校雠通义》与其最早稿本
的抄本——北图所藏朱氏抄本《续通志校雠略拟稿》进行校勘可知，今三卷本《校雠通义》即是章学诚在乾隆五十三年校正后的定本，与乾隆四
十四年写成的原稿仅有文字上的不同，但并无文义上多大的差别。这并非以前人们所说经过了多么严重的修改。今本《校雠通义》与《续通志校
雠略拟稿》朱氏抄本在文字上的出入，略如抄本“著录先明大道论三篇”今本《校雠通义》题为“原道”，“四部当宗七略论八篇”今本题为
“宗刘”之类。[68]是故上述见解自乾隆四十九年至乾隆五十三年间均未有更张。 

撰著于乾隆四十八年的《诗教》[69]，本上述关于六经的见解，发挥“古无私门之著述”之说，论证“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的观点时，其文有
小注曰：“详见外篇《较雠略》‘著录先明大道论’。”[70] 又曰：“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较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
[71]是知章学诚自己认为早已得关于六经的新见解，并明确规定为“六艺为官礼之遗”之“说”。[72]此说是章氏是立志开拓“（文史）校雠之
学”草创“文史通义”之始就欲努力发挥的观点，故于致钱大昕的信中已隐约见之，复申之于《和州志》之《艺文书》等诸序例，又条理化于
《续通志校雠略拟稿》，即“外篇《较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乃至《校雠通义》定稿亦承其绪余。而像《诗教》等《文史通义》之重
要篇什无不以此说为立论根据，并不断有新的发挥。 

但要真正了解“六经皆史”说之如何由章氏“文史校雠”之学所探得，仅仅清查其文献出处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其如何被推拓出来之理路。 



章学诚在乾隆三十七年给钱大昕的信中就吐露过他的工作纲领：“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
志》一篇而已。”他对“三代”“官师合一”（即“治”“学”合一）的典型“官礼遗意”的向往，很显然的是受了《汉书·艺文志》本于《七
略》将“九流”十家诸子之学分别溯源于古者某官的做法的启发：“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
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73]虽然他对《汉志》将阴阳家溯源到羲和之官等具体论断是不满的。[74]他甚至批
评说：“诸子推本古人官守，当矣；六艺各有专官而不与发明，岂为博士之业所误耶？”[75]可见，章氏自己的六经探源工作是在《汉志》的基
础上再往前推得的。《周礼》当然是他悟得“六卿联事之意”、是他所追本的“专官”的文献出处，[76]在推论思路上则更得益于《庄子·天下
篇》，对此，如《校雠通义》所说：“观其首章列叙旧法世传之史与《诗》《书》六艺之文，则后世经史之大原也。[77]这一句话就把“六艺皆
古史之遗”[78]说的立论之根据地和盘托出了。此外，章氏不时言及将不幸不见“古人之大体”之类的话，议论之中又充满了“道术将为天下
裂”的感慨，在“经史之大原”问题上，深受《庄子》之启发，这点似无疑问。 

总之，“六艺为官礼之遗”说，实为章学诚秉承刘氏“向、歆所为《七略》、《别录》”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推源子学的“校雠”方法，
百尺竿头推源六艺，而将《周礼》、《庄子》等有关文献条理化的心得。就“六经皆史”观念的缘起来说，从章氏自己文字的指示获得认识，也
许要比漫无节制的推说要切实一些。 [79] 

 

二 “六经皆史”说的基本内涵  

 

学界对章氏“六经皆史”说旨趣之探讨似乎到了爱极而厌的地步，以至于有学者言之凿凿地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与“六经皆史”说强行分
拆开来，并断言：“‘六经皆史’并非是章学诚晚年深思熟虑的结论。”[80]也有学者力图将关于此说的“现代”诠释与其本意划清界线：“所
谓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具有许多现代含义，大都是现代人的诠释，现代人认为章之六经皆史说应该如此，而未必能真实反映乾嘉时代章氏的学术思
想。”[81]本文不想别树一义以更增一层纠葛。但是，在对“六经皆史”说的本源进行探讨之后，对其基本内涵略作表白似乎也是必须的。为了
准确掌握章氏本人的立论脉络，这里将其大体分为四个层次或者说四个段落加以展开，我们的关注点不仅放在义理上的相关性上，也兼顾到其表
述的是否紧扣主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等方面。 

1．作为王官学的六艺：“六经皆周官掌故”与“古无私门著述” 

要了解“六经皆史”说的基本内涵，就必须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起步。《和州志·艺文书》序列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对“六
经”何以为“周官掌故”有明确的交代：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
官。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师法者
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后，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
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书既散在天下，无
所统宗，于是著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82] 

章学诚以非常凝练的笔调，勾勒了从黄金古代到后世之文明演变史。他先是提出了“文字”的根源与功能在于务为“治法”的观念，他引《易》
为说，不过是将早就有的“古人文字，其初繁然杂出，惟用所适”[83]的想法理论化了而已，鲜明地透露了他那一贯的经世致用气质。从这一原
则出发，他又充分表达了对以周官掌故为典型的政与教、治与学合一（“官师合一”）的“三代”鼎“盛”的“同文为治”的高度礼赞。这当然
是从他所领悟的“六卿联事之义”[84]发挥而来的。他又看到了“三代盛时”（他不断用这个词汇，与“衰周”之世相对照，）到“三代而后”
“学术”大转折的历史趋向，即由“官师合一”走向“官”、“师”“分”，百“家”私学兴，“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于是著录部次之
法”起的过程。章氏以某种历史学家的敏感意识到此乃“势”也，而非私意所可改变。“六经”的意义正是要从这种类似于某种大裂变或大灾变
的背景下去理解。他在注文中特意指出的“六经皆属掌故”，显然是说，“六经”是与衰世“人自为书，家自为说”“泛滥”无归的百“家”私
学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三代”“盛治”的结晶，也就是周代的王官学的遗产。（他后来用的概念“官礼之遗”正是此意，注意，他用
“遗”字是与“变”字相对比为文的[85]）更是后世学术要溯源的“统宗”。钱穆曾指出：“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谓‘六经皆史’之‘史’
字，并不指历史言，而实指的官学言。古代政府掌管各衙门文件档案者皆称‘史’，此所谓‘史’者，实略当于后世之所谓‘吏’。”[86]此论
可谓深得其旨。 

与这一基本见解相辅相成的是“古无私门著述”之说。前述《续通志校雠略》、《校雠通义》已经明确论述道：“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
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
之著述哉？”[87]《诗教》复申之曰： 

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
焉。……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于前。）[8
8] 

可见，一方面是因为六经各有官守，“皆为宪章”，圣如孔子不能以“私意”兴作。“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另一方面，至战
国才“始”有“以竹帛代口耳”的历史条件，著之竹帛为著述。是以“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正言若反，则“古无私门之著述”是也。这里的
“著述”，一方面是作为“私”学而与作为“官”典的六艺不同；另一方面是以著之“竹帛”的形式出现，而与“相传以口耳”的“官守师传之
道”不同。有学者据《诗教》小注“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说，六艺既“非著述”，则必具“史料”之义，这样的解释不能不说是
大大偏离了章学诚立论的主导方向。而小注所谓“其说已见于前”，从上下文来看，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详见外篇《较雠略》‘著录先明大道
论”的“六艺为官礼之遗”说，义均相通。但是，也许还会有爱抠字眼的学者提出质疑：何以必知此亦属“六经皆史”之说呢？《方志立三书
议》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写道：“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89] 

总之，“六经皆周官掌故”以及“古无私门之著述”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最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见解，他不单本于此说批驳汪中的申张墨
学之论，[90]而且还根据此说纠弹孙星衍对古籍年代的考证。[91]这也就是周永清曾“当面作书指驳”而章氏不屑置答的“仆《诗教》篇言三代
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说。[92] 



2．以史明道的“六经皆史”说申义 

“六经皆史”说表达了“以史明道”的观念，有关这一点，在价值评判上观点相左的余英时与汪荣祖均无异辞。本文则更多在该观念之由来以及
章学诚如何表述方面稍费笔墨，主要从道器合一的六艺观以及史家“述作”之道以及史学与经学之争等相互关联的诸方面，看看他本人的所思所
想。 

欲知章氏“以史明道”的见解，必须先明“道寓于器”的六艺观。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和州志·艺文书》序列之第一部分豁然标目为“《原
道》”，言下之意很明白，他虽然认为“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均为“势之所不容已”
者，但是通过“校雠师法”、“著录专家”之“立”，“深明官师之掌，而后悉流别之故，竟末流之失”，“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由艺小
数，诐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面对“三代”理想国的一去不可复返，章学诚不能自抑其浓浓的“复古”情怀，他自信通过自己的“文史
校雠”之学可以“循流而溯源”“通乎大道”，而他要追本的正是出于官师掌故之“六经”，因为那正是“三代盛时”古人“由器明道”的典
范。乾隆四十年，章氏又于《<藉书园书目>叙》中对此意再加阐明： 

夫古者官府守书，道寓于器；《诗》、《书》六艺，学者肄于掌故而已。……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
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词，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矣。[93] 

章学诚真是孤独的求道者，至少来说，他那以《七略》为宗的学术主张与当时蔚为壮观的以四部分类为编辑原则的四库馆治书工程不能合辙。因
此在这些地方透露出深刻的批评之意与桀骜的坚执之志。而不必如学者所说“当时”“没有（大概是不敢）发言指责”，而到晚年才畅所欲言。
[94] 信心十足的章学诚显然是掌握了“道”枢，才能如此居高临下地针对“无实之文词”与“泛滥之记诵”而“持风气”了。他的独门秘诀就
是酝酿已久的道器合一的“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观念：“夫古者官府守书，道寓于器；《诗》、《书》六艺，学者肄于掌故而已。”[95]。 

而正是秉持着这一观念，使他有底气批评他所久仰的经学大师戴震“不解史学”[96]：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
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存有司，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
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
世，安得知意之人与论作述之旨哉！[97] 

 这段话出于《答客问》，章氏又有意旨密切相关的《释通》、《申郑》，都是缘于“癸巳（乾隆三十八年，章氏36岁——引者）在杭州，闻戴
征君震（即戴震——引者）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而作的。[98]近有学者重新考证这三篇文字的撰著年代，认为大体写成于乾
隆四十八年或以前，而非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六年间的作品。[99]如作者所考证，则此处“六经皆史也”这一论断，为已知章氏文献中关于此说
之最早的明确文字表述，的确值得重视。也诚如作者所说，此论断在此说明的是“理事合一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道器合一”的关系。但
是只要不以辞害意，章学诚关于六经为“道器合一”之典范的看法，实本于“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
将即器而明道耳。”，所谓“典章事实”就是来自“周官掌故”，“六经皆史也”之“史”字就是对它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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